
我们这些先生忘记了古代中国属于人类历史上少数几个原生的文明，忘记了我们的文明是在东亚这

片广阔的土地上自发生长起来，并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未曾中绝，因而我们的道路很大程度上便反映

了人类整体发展的路径这一道理。如果说中国古代未曾经历过奴隶社会，那就很难说“五种社会形

态”的依次演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鉴于上面这种情况，目前史学界多数学者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探究，已不再停留在中国古代

是否经历过奴隶社会这个层面上了，大家所关心的，乃是用一个什么合适的政治经济学术语来给中国

的夏商周及以后一个时期的社会定性的问题。
据我了解，学者们已经给出了多种有关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新说。有将整个中国上古及中古社

会纳入封建社会的（或者将战国以前称作领主封建社会，战国以后称为地主封建社会）；有主张将之归

入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社会的；有称战国以前为世袭社会，战国以后为选举社会的；在我前一段时间

参与其事的《中国大通史》的写作班子中，“综述”部分的作者称中国的夏商周三代为“宗法集耕型家国

同构的农耕社会”，而称三代以后至明清社会为“专制个体型家国同构的农耕社会”（曹大为：《关于新

编〈中国大通史〉的几点理论思考》，《史学理论研究》１９９８年 第３期，第２３页）；还 有 一 些 别 的 提 法。
这些，都表现了学者们勇于探索的精神。尽管大家的意见还不统一，但这种不统一，只是人们在对旧

事物进行扬弃之后，对新事物的认识尚未完善的一种表现，相信学术界再也不会回到过去的错误认识

的窠臼里去了。正如同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还在进行许多摸索，却绝不会回到以前封闭的

老路上一样。事实上，就上面这些提法来看，多数学者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一些具体内涵的认识

还是大致相同的。例如《中国大通史》“综述”部分作者提出的战国以前社会所具有的“宗法”“集耕（集
体耕作）”“家国同构”这些特征，战国以后出现的“专制”“个体（个体小生产）”这些新的社会结构的特

点，都是为大家认可的，问题只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政治经济学术语对这些社会特征进行理论概括。

相信大家通过讨论磨合，会求得这方面的一致认识的。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用马克思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来概括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亚细亚生

产方式不仅概念清晰，其內涵也基本符合中国古代社会的实际，如专制主义、国家对土地的最高所有

权、“普遍奴隶制”亦即臣民对专制主义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租赋合一、村社结构、农业与家庭小手工

业的牢固结合等，都大体符合古代中国的国情。如果用奴隶制、封建制，则很难把这些内容包纳进去。
不过，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意思，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东方延续了十分长久的时间，从原始社会以后，
一直到近代资本主义产生以前。这样长的时间，整个东方社会，包括古代中国，不能说没有一点变化，

因而我们似乎应当为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做一个适当的阶段划分。我曾经设想称夏商周三代及春秋时

期为早期亚细亚社会，到战国以后才跨入真正成熟的亚细亚社会。考虑到战国以前仍是以各种“族”

组织为社会的基本单位，我又倾向于将三代及春秋称作过去雷海宗先生所归纳的“部民社会”（雷海

宗：《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问题》，《历 史 教 学》１９５７年 第７期，第４７页）。所 有 这 些 考

虑，目前都还不十分成熟，提请学术界通盘考虑。

以上回顾及对未来中国古代社会形态讨论的设想，属于我个人的意见，不对之处，请学界同人批

评指正。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６－０１－２０
作者沈长云，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河北，石家庄，０５００２４。

新一代史学家应更关注“出思想”

陈 春 声

毫无疑问，中国史学界正在经历“世代交替”的历史性变化。我想说的，不仅仅是指因个人生命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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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之类的缘故所引致的史学从业者年龄结构的变化，更值得关注的是，新的学术世代正在数据可视

化、数字仓储、文本发掘、多媒体出版、虚拟现实等所谓“数字人文”的背景下成长起来。在我们的学生

中，懂得“叛师”的最优秀者，其问题意识、书写或表达形式、研究规范与学术价值观，已经呈现出与我

们这一代人迥然不同的样貌。实际上，不管我们是否愿意面对，这样的转变也在世界各地的同行中发

生着。历史学家对于自己学科正在经历的历史性变化理应更加敏感，也更加理性，也许我们应该在这

样的基础上，回顾和展望新时期中国的史学理论研究。
很高兴在今天这个场合，能够见到这么多位几十年来孜孜不倦致力于史学理论研究的前辈和朋

友，《史学月刊》一直为推动中国史学理论学科发展辛勤努力，真的是居功甚伟。回想起来，三十多年

前，在座的各位怀着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学者似乎天生俱来的理想主义情怀，在刚刚改革开放的社会背

景之下，有点生吞活剥地介绍和学习欧美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以几乎没有与日常生活相联系的功利

色彩的理论热情，甘愿冒着各种风险，反思当时我们认为关系到整个历史学发展路向和学术基础的一

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与之同时，中国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书写或表达形式、研究规范与学术价值观

也就随着改变了。那也是一个“世代交替”的时代。正因为如此，亲历那段历史的各位老师、朋友，一

回想起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就难免心潮起伏。这也是我们今天能够聚集在这里的缘由之一。
我们也都注意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史学研究中理论探索的热情明显下降，曾经让诸多前辈

和同行悬梁刺股、殚思竭虑的许多所谓理论问题，似乎已不再让更多的史学家激动。大家好像更加愿

意回归到另一个被重塑过的学术传统中去，罕见或珍稀资料的收集整理、具体的个案或人物研究以及

自以为传承自民国时代某些知名学者的若干问题与课题，吸引了众多年轻而聪颖的头脑的关注。２０
余年间，中国历史学博士论文的选题出现了明显的追求“小题大做”的趋势。这是一个必然性与片面

性兼具的进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大量的罕见史籍、文稿钞本、民间文献和口述资料被搜集、整

理、出版和数字化，许多原来不入“正统”历史学家法眼的课题被关注、描述和分析，各种作品色彩斑

斓，复印出版的各类史料丛书琳琅满目。我们这代人刚刚步入学术之门时常常遇到的善本孤本查阅

不易、海外资料搜集困难、民间文书散落私人手上等等备受困扰的问题，２０余年间，似乎已经大大缓

解。海内外公私藏的善本、古籍和其他文献大量翻印出版，以往较为冷僻的地方文献和民间文书大规

模搜集和公开发表，各级各类档案对公众开放，到国外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机构阅读资料越来越

便利。当年我们为了查找一部史籍要坐几天火车，到了收藏机构还要备受白眼，甚至申请等待多日仍

不被批准阅读的情形，已经基本上不再重现。贮存于手提电脑或活动硬盘里面的“四库全书”、历代方

志、基本古籍等等，成为学者们的“囊中之物”，利用起来几乎不受时空的限制。而在无远弗届的互联

网上，世界各国的公私档案、期刊报纸、商业文件等等，更是应有尽有。这样的局面绝对不是２０年前

我们所能充分预见到的，而且，这个趋势还在加速发展着。
但与之同时，研究题目的“碎片化”问题也引起了广泛的警觉。本来“小题大做”是好的学术态度

的体现，也是年轻学者研究论文选题的一般规矩，但由于理论思考不足，读书不够，结果容易出现“小

题”的背后欠缺大的问题意识的情形，许多个案研究、专题研究、人物研究的著作实际上是在自言自

语。由于年青一代学者步入学术之门时，许多是在从比较缺乏问题意识、理论思维背景和学术史背景

相对薄弱的个案的、地域的、微观的研究开始的，目前中国史学的发展，带有“终极关怀”意义的方向感

实际上已经相当薄弱，即使是在相当具体的研究领域内部，为数不多的研究者们也常常是在自说自

话，缺乏共同的问题与理论取向。新的学术世代如何在研究选题“碎片化”的趋势之下，拥有超越学

科、地域、学术圈子和个人生活经验的共同的问题意识，如何通过解构的、碎片的研究，辩证地培养起

把握整体的“中国文明”或“人类文明”的意识和雄心，是这一代人终究要直接面对的沉重的问题。
我在其他的场合也讲过，“世代交替”之下中国史学的发展，可能又到了重新关注理论思考的学术

价值的时候了。由于时代和学术研究条件的变化，更大的理论关怀和超越具体研究课题的问题意识，
对于新一代史学家来说，可能已经成为对其学术生命生死攸关的问题。传统时代的历史学者皓首穷

经，有时可依赖对冷僻资料的占有、对新资料的发现、对浩瀚文献中某个词句的挖掘或解读而对学术

有所贡献。然而，进入２１世纪之后，占有所谓冷僻资料或发现新资料这类具有“学术积累”意义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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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已经越来越成为普通史学工作者日常研究过程的一部分，毫无惊喜可言。更为重要的是，在“数字

人文”的时代，由于“数字仓储”和“数字图书馆”的大量存在和在互联网上的利用便利，由于海量的资

料文献可以“全文检索”之类的方式便利地查询，由于“文本数字挖掘”蕴含着几乎没有限制的“创造”

与“重构”史料的可能性，传统条件下一位学者需要花费数月、数年光阴，甚至要花费毕生精力进行比

对、校勘、辑佚、考订才得以解决的问题，现在可能在计算机网络上花费数秒钟、数分钟就可以有相当

确切的结果；而原来因为缺乏史料，许多传统历史学家认为不能研究的重要问题，在“数字人文”的背

景下，变得有点“唾手可得”。这样一来，“数字人文”时代历史学者的功力，可能更多地表现在眼界和

通识方面。新一代历史学者的工作，若要引起国内外同行的重视，更重要的是要有深厚学术史背景的

思想建构，也就是说，“出思想”与否，可能会成为新的学术世代衡量史学研究成果优劣高低更重要的

尺度。我们真的可以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今天我们聚在一起，展望新时期中国的史学理论研究的意义。

我们要多理解新的学术世代，要设身处地地了解，他们所面临的挑战要比３０余年前我们面对的

更复杂、更艰难。我常常在想的问题是，５０年后的历史学家想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史和经济史，要到哪

里去找资料？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技艺和功底？除了今天我们在大学历史系专业课和专业基础课

讲授的这一套东西之外，也许他们更需要懂得对他们来说已经很古老的网络技术、古董电脑的硬盘修

复技术、数码资料恢复技术、个人密码破解技术等等，因为他们要搜集、发掘、整理、利用的资料，基本

上是非纸质的，要在旧电脑、旧硬盘、旧数据库、云端和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的什么地方去获取。在使用

历史资料的技艺层面上，其实我们这一代已经落伍，现在就理性地认清这一点，对学术的发展大有好

处。因为史料利用技艺的进步，在本质上预示着史学研究规范和研究价值的根本性转变。
最后，还想多讲的一点是，真正有价值的理论和思想，其学术影响必须是跨学科的，不能仅仅局限

于某个学科、某个领域。大家都知道费孝通先生的《乡村研究》，其学术影响遍及欧美从事中国研究的

几代经济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又如张光直先生关于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其实他从

来没有到过中国大陆做田野考古工作，但他依据大陆考古学家的发掘报告所提出的理论，启发了欧美

学者关于玛雅文化的考古学研究，也对当代文化研究、政治学研究和史学研究的学者有深刻影响。新

的学术世代在从事史学理论研究的时候，要学有所本，功夫要扎实，思维要辩证，问题要明确，学术史

背景的梳理要清楚，但与此同时，我们的气魄、雄心和眼界都要更大一些。
附记：本文是笔者２０１５年９月在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所主办的“新时

期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现在发表它仅作了简单修改，并保持了发言

稿的语言风格。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６－０２－２８
作者陈春声，历史学博士，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广东，广州，５１０２７５。

重视和加强历史认识论研究

周 祥 森

毋庸否认，大陆学界的历史认识论研究，经过新时期三十多年的发展，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存

在着明显的不足。但是，我不悲观地认为如今已经没有发展的空间或发展空间很小了。在我看来，无
论是从中国历史认识论研究的现状来看，还是从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条件来看，这个研究领域的发展

都是有着巨大潜力的。我们不能满足于过去三十多年所取得的那么一丁点有限的成绩就止步不前，
相反，针对过去研究中所存在的不足，更应该在充分借鉴和吸收域外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本土的

史学文化，重视和加强历史认识论研究，最终发展出“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陈寅恪先生在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期说：“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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